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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国外跨海通道建设三个阶段的背景和形成的不同效应：① 工业革命后期仅发挥

通道运输功能；② 二战后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兴起成为私人投资和市场经营方式；③ 全球化竞

争背景下成为集体性的经济和政治策略。基于区域结构重组，从区域空间和城市空间两个层

面分析了跨海通道建设的空间效应；基于政策等因素的跨界改革，分析了跨海通道建设的社

会经济效应；并阐释了不同观点对跨海通道建设效应的解读。研究表明：跨海通道建设对区

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同时其建设和后续影响也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特征，

因此在跨海通道规划建设之初，应对其各项社会经济效应进行充分的论证，不仅要论证其效

应的积极方面，更应重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还应考虑通道衔接地区由于区域相邻产生

的政策壁垒，从而采取积极的公共政策回应。以期为中国当前的跨海通道建设提供启示和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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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古典的经济活动地理区位理论模型中，区域之间各种要素成本的差异率是影响区域

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理论框架中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运输费用的降低，改变了商品

的时空相对状态，从而打破了区域之间生产率和成本的平衡，由此造成区位地租的变化并

重构区域发展。时至今日，交通运输技术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依然是影响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跨海通道等，使自

然条件、空间相对距离发生显著的变化，国家的区域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越来越

受到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而非自然资源禀赋限制的影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其交通网络

联系越通畅；反之亦然。因此，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善。单以跨

海通道为例，截至2008年，世界（不含中国）已建、在建和拟建跨海通道共有119项，其

中：跨海大桥67座（已建53座、在建3座、拟建11座），海底隧道52条（已建31 条、在

建 6条、拟建 15条）。在中国，已建、在建和拟建的跨海通道共有 47项。随着中国杭州

湾、胶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2012年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的工程技术前期论证工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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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启动，跨海通道作为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一开始备受国内学者关注。有学者提出长

三角、珠三角、胶州东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经由“沿海”、“靠海”发展走向“跨海发展时

代”，跨海通道将成为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助推器。

然而，古典区位理论是在自由贸易和理想竞争的前提假设下，特别是由交通可达性增

强和成本降低的建设连接下改变区域的资源流通关系。但现实中诸多非理想因素的存在，

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地方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意制造新的壁垒和障碍。因此，跨海

通道建设带来交通运输技术、方式和费用改变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长期看来，由此造成

的要素流动性变化，包括劳动力、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相关因素的再组织都将持续影响并重

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跨海通道“世界第一”的纪录不断被突破和改写，这其

中蕴含的不仅仅是交通设施建设技术的提高，更是国家和区域之间为了吸引投资建设和政

策资源，竞争白热化的体现。通过跨海桥隧建设显示区域竞争力及以此获得国际、国内的

项目重大支持。当前，技术水平、建设条件本身以及运输业发展已经不再是交通设施建设

的主题，由建设带来的区域社会经济效应成为其关注的重点。基于此，本文以已经建成并

运营成熟的世界级海峡或海湾之间的跨海通道为主要借鉴，对其区域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研

究探讨和反思，以期对中国当前启动的跨海通道建设及相应的空间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启示

和思考。

2 国外跨海通道建设的发展

跨海通道建设作为一种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是拥有海湾或海峡的国家和区域交通

网络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放眼国外各地区近现代的跨海通道建设历史，总体上以建设的

时期和形成的效应来看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际遇：

第一种是以工业革命后期英国的福斯海湾桥、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为代表的

由国家投资建设的跨海通道。工业革命之后钢铁业大发展，桥隧技术不断提高，为了打破

由于海洋潮汐、风暴等自然条件对运输业的限制，跨海通道建设提上日程。但由于国家处

于经济和军事目的的自我保护以及技术条件限制，这一时期的跨海通道以国家全额出资的

国内建设为主，跨海通道只发挥了替代水运交通的“通道”运输功能。

第二种是以二战后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通道（桥隧）建设为代表。长期和平的环

境，使军事思维、政治思维让位于经济思维，国际间的跨海通道建设兴起。这一时期，新

自由主义经济的刺激，自由市场取代了凯恩斯主义为主的国家福利经济制度，跨海通道建

设也由国家出资转为由私人财团解决投资：不动用纳税人的钱，通过经营权转让来收回私

人投资成本的建设方式大行其道。包括既有的跨海通道也通过建立收费方式维持运营和维

修成本，例如，自1969年起，已经运营33年的美国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在奥克兰市

开始设立收费站。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从原有的国家福利导向转为市场导向[1]。跨海通道不

仅仅起到运输功能，也成为私人投资和市场经营的方式。

第三种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以丹麦哥本哈根和瑞典马尔默之间的厄勒海峡通道

（桥隧）为代表，跨海通道建设成为交通投资和区域发展的策略。厄勒海峡通道是继英吉

利海峡隧道之后欧洲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1998-2000年，两者都占据了欧盟的相

当一部分投资。不同的是，英吉利海峡通道由英法政府各自鼓励成立公司进行项目运营，

而厄勒海峡通道则广泛吸纳欧盟各项支持资金和私人资本，不仅投资兴建通道，更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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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用于通道建成后的区域发展，通道建设成为区域发展的一个部分[2]。这些投资都为厄勒

地区后续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大哥本哈根国际大都市区的形成带来机遇。此外，这一时期单

是通道建设本身也纳入全球化竞争的环境当中。例如2002年，美国对旧金山—奥克兰海

湾大桥的东段进行改造，进行全球招标，中国赢得合同直接参与国际商务合作和海外投资

建设。从战略角度讲，借助区域和国家对建设的投资以及相应的政策优惠来吸引外部资金

对整个地区的投资项目，达到区域自我发展的目的成为跨海通道建设的新效应。

如果说前两种的原因更多是由于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了跨越地区自然条件限制和扩大区

域市场的现实选择，那么在全球化竞争激烈化和白热化的当前，跨海通道建设已经成为国

家和区域集体性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策略。通过跨海桥隧建设获得国际、国内对区域的项目

重大支持，结合后续的一系列公铁联运网络、机场、轨道交通设施投资和相关的优惠政策

在更大范围内提升区域竞争力。在此意义上，跨海通道建设也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树立国

际国内形象的公共宣传和政治上的媒介。

3 跨海通道的空间效应

跨海通道最直接的效应是将两个原本并不相邻的地区和城市间建立了空间相邻的关

系，并由此带来商业、教育、住房、文化的相邻效应[3,4]。跨海通道在世界上往往连接的是

两个相对发达的地区，对于不发达地区之间建立跨海通道显然是不经济的[5]，除非特殊作

用：一种是如欧洲国家由于地域范围小，为了打破国家边界之间的自然限制，跨海通道就

其建造的战略性来讲，并不考虑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而是更多考虑成本影响选择路

径最短的经济原则；另一种是将跨海通道建设，置于更大范围内对国家区域经济甚至全球

区域经济社会影响的重要性考量而进行的选择，如俄罗斯和美国之间正在规划的白令海峡

通道。跨海通道，相对于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其他交通基础设施，主要联系了两个片状的发

展区域，而后者则主要依靠出入口场站联系线状城市节点。相较后者，跨海通道建设城市

集结了海洋与陆地、口岸与腹地、公铁与空海等多重地理要素的空间关系，通道建设具有

投资范围聚焦、影响区域明确、重点联系为两个城市节点等特点。因此，跨海通道的建成

都对两个区域，特别是通道衔接的两个城市，以及原本具有的海峡或海湾港口的空间结构

以及在更大范围的社会经济重要性带来影响。

3.1 区域空间效应

3.1.1 通道建设往往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轴 经济发展轴线与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作用

密切相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产生邻接优势，引起区域空间不平衡基础上的物

质能量的频繁交换，从而形成产业带和发展的联系轴线”[6]。跨海通道作为工程量巨大的

交通走廊因其重要性更易成为国家和国际的经济发展轴。而通道建设地区往往集结了多种

交通运输形式，区域内包含机场、港口、铁路、高速公路等，成为交通集疏运的核心结

点，由此形成了链接区域甚至国家的高等基础设施网络[7]。典型的案例，例如厄勒海峡通

道的建成，连接了欧洲大陆和南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n）地区，在欧洲大陆中心之

外形成了向北欧和东欧发展的不可忽视的一条经济轴。

3.1.2 增强区域经济活跃性，改变区域的空间网络结构 Vikeman提出：“跨海通道对于

小范围的单独的城市或区域来说影响远小于对整个区域持续活跃性的贡献”[8]，由于跨海

通道的建成，减少了空间联系的相关交通成本，带来了区域间的频繁交往，增加了各类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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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活动寻求合作的机遇，从而提升区域整体的经济活动能力。区域内的资源在频繁的交往

中，寻找新的经济市场合作或者通过重组打破区域现有的平衡结构，促进了区域空间网络

结构的再组织[1]。更重要的是，原本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因跨海通道而结成经济合作区，

关联地区可以迅速成长为区域空间组织网络中的核心（图1）。

图1 区域空间组织网络的重组（根据参考文献[2]改绘）

Fig. 1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regional network（According to the reference [2] redrawing）

3.1.3 促进区域产业的跨界联系，形成聚集经济效应 跨海通道对于交通成本的降低，以

及运输能力的提高非常明显。特别是依赖陆运或海运输出的产业，通过交通成本降低带来

的优势扩大其市场范围。在厄勒海峡通道建成后，奔驰公司在瑞典的总部，从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迁移到了厄勒地区的马尔默市，其在丹麦的总部接近哥本哈根地区，奔驰公司打

算通过总部的区位邻近能够使两个总部保持更多的研究和市场合作，并通过跨海通道掌控

整个北欧地区并向欧洲大陆延伸其市场范围[9]。据统计厄勒地区的350家丹麦企业和300家

瑞典企业中，56%的企业具有跨国贸易[10]。另一方面，两地相近产业产生聚集经济优势，

在哥本哈根和马尔默两地将原本拥有的优势产业生物医药、IT和通信产业以及食品工业联

合发展，到2005年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生物科技区（bioregion）。同时，在医药专业领

域，通过科研合作联合形成了世界著名的药谷（Medicon Vally）。

3.2 城市空间效应

3.2.1 改变城市空间发展方向 海峡或海湾地区的城市，其发展空间往往受到天堑的限制

呈现沿海岸线发展的趋势，跨海通道的建成使城市空间由沿海发展走向了跨海发展。日本

东京湾跨海通道将东京以西的神奈川和东面的千叶县连接在一起，从而向西、向东拓展了

东京都市圈的辐射半径和腹地空间，形成了超2000万人口的东京都市圈。又例如哥本哈

根在1947年提出了著名的“指状规划”，五根手指分别指向哥本哈根的北、西、南，而瑞

典位于其东面，从1995年厄勒通道建设确定开始，向东发展对接瑞典改变了哥本哈根原

有规划中对东面地区交通联系的忽视。

3.2.2 打破传统的核心—边缘结构，促进通道衔接城市的尺度跃迁 由于跨海通道连接的

是位于两个区域边界的城市，通过通道连接改变了城市传统的边缘交通区位，部分地区借

此吸引投资成为核心城市，提升了城市在区域网络中的地位。例如英吉利海峡通道的建

成，使边界小镇加来（Calais）获得法国高速铁路公司（TGV）的大量投资，由一个法国

北部衰退的边缘地区成长为国际交通枢纽[11]，不仅仅是国家内部巴黎—加来，通往阿姆斯

特丹、布鲁塞尔以及德国的高速铁路均将其列入网络规划当中，使其一跃成为欧洲交通网

络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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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城市新城地区的快速崛起 跨海通道建设或者后续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的场站（客

货运站点）通常会选择在城市的新城区，一是由于跨海通道功能通常为高速公路或者铁

路，防止其对城市发展的分割；二是避免旧城拆迁更新带来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问题。通道

建设使城市新城地区由于投资和新交通集散结点的形成而迅速成长。里尔（Lille）是距离

英吉利海峡通道最近的法国中心城市（距离为100 km），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资，联合

私人资本，致力于在里尔西北部打造新的城市中心，接纳和输散由跨海通道带来的国际国

内交通流。由于大量的交通流是边界地区到地区内的中心城市之间（里尔—法国各城

市），而不是边界地区到相邻的国家中心城市 （里尔—其他国家城市） 之间的交通压

力[12]。因此法国在里尔不仅投资了TGV高速列车系统，并且建设了专门连接国内各中心

城市的火车系统，和国内转乘的航空镇，使里尔成为法国北部最大的中心城市和通往欧洲

东部大陆的门户。而且其西北部新区以及周边的小镇也由于通道带来的效应成为活跃的新

兴城市。

3.3 临港与疏港条件的改变

由于跨海通道以及后续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变化，将会提升跨海通道地区港口集疏运

系统，通过便捷的港口集疏运与跨海通道连接，吸纳更远区域的货源成为可能，扩大海港

的港口腹地，促使港口迅速成长。另一方面也使两个港口原本许多优质独享的腹地转变为

共享腹地，港口可能通过联合增加其货物吞吐能力，提升港口地位。再者，由于跨海通道

建设，大量人流、物流通过跨海通道，跃过港口直接到达目的地，使港口地位下降。

4 跨海通道的社会经济效应

4.1 从降低交通成本到社会经济综合效应

国际和国内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由通道带来的交通流[4,13]，

市场行为的增加[14-17]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环境变化和融合发展等[18-21]，大多数研究的结果都

是建立在交通成本降低的前提下，由通道建设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和为区域空间发展的积极

贡献。事实上跨海通道不是“交通成本降低→联系和交通的增多→高流动性和交往→区域

空间融合”如此简单，部分经济和社会效应并不依赖产业的聚集程度或单纯的交通联系。

而多数研究都过高地估计了政府之间的合作，或者低估了行政壁垒以及经济本身具有的交

通之外的其他联系功能，因此由跨海通道带来的所谓“跨界的区域融合”以及“地区迅速

发展”在今天部分成为纸上谈兵（regions on paper） [22,23]。例如，英吉利海峡英国的连接

城市肯特（Kent）地区本预想因为通道的开通而吸引跨国企业的到来，但是事实上却因为

各种因素没有实现[8]。厄勒海峡通道开通后的半年，数据表明通过的车辆并没有工程预想

的那么多，甚至不足以支持桥梁建设的资金还贷[24]。在聚集经济效应的理论假设前提下，

地方和全球的经济流动依赖通道的交通联系，打通跨海通道，带来区域经济的提升，但

是，工程量巨大的跨海通道涉及国际国内各项要素间的协调，构成了复杂的区域社会经济

效应。

4.2 从区域空间相邻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再组织

跨海通道通常跨越两个地区或国家，两个地区各自存在不同的城市环境，文化和行为

方式，这些影响了区域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s）和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s） [25,26]。很

多不可见的因素控制了区域社会经济融合。从经济活动来讲，通道两端的城市经济发展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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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不同，造成劳动力市场、土地价格、税费政策等存在差异，跨海通道的打通通过对经济

环境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活动本身。例如，英吉利跨海通道建成后，英国肯特地区原有依靠

廉价劳动力的产业不仅因为土地升值失去优势，而且相对法国加来，英国劳动力价格偏

高。因此，随着基础设施改善，传统的产业或者那些并不依靠通道建设来获得市场的产

业，由于地价上涨等因素被替代或替换，造成了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活动衰退和区位

的重新选择。从居民日常生活来讲，会由于两地工资水平和住房消费水平的差异，产生通

勤流的加剧，进而影响社经济会活动。例如，丹麦的工资高，而瑞典的住房消费低，初始

是通勤流加剧，再继续的影响就是瑞典劳动力市场的衰退（大部分居民前去丹麦求职），

以及丹麦住房因房价过高造成的市场衰退（大部分居民前去瑞典购房），因此通道的打通

将会重新引起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再组织，这些复杂因素产生的效应都该被纳入建设的

考虑范围。

4.3 从行政区治理到多层级管治（municipal management—multilevel governance）

区域内部本身就具有竞合关系。各个地区政府通过政策制定或者区内居民都努力扩大

通道对自己带来的利益，同时又试图将成本支出最小化[27,28]，行政区治理造成了双方产生

的一些冲突，阻碍了区域的融合进程。如瑞典由于低税率低消费吸引了丹麦居民购物，丹

麦迅速投入建设边界地区大型的购物广场来阻止自身客源的流失，这样的情况同样也发生

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过度的区域竞争不仅对区域融合无益，也会给各自发展造成损

害。因此，在跨海通道的衔接地区往往成立区域协调发展部门，独立于各自的地区和国

家，形成行政区、区域、国家等多层级协调管治的情况。例如哥本哈根—马尔默由于此前

的激烈竞争，才使融合政策上升到了政府文件战略，形成了各个层级的公共政策[29]，促使

区域融合的发展维持下去。

4.4 从乐观预测到现实回归

跨海通道对空间社会经济的效应，最直接的就是表现在交通流量（客货流）上。以英
法海峡隧道为例，在25年的论证中，交通与投资咨询顾问以及由银行聘请的咨询顾问相
互独立的每年开展的交通流量预测，都显示隧道将对海峡两岸运输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然而实际数据表明，预测支撑系统偏于乐观，预测值远大于实际交通量，是交通量几
倍(表1)。

当决定建造英法海峡隧道时，预计开通首年内有 1590万人次旅客搭乘欧洲之星。第
一个全年即 1995年，实际的旅客量仅略超过 290万人次，直到 2011年，实际旅客量也只
有967万人次，也未能突破隧道开通首年内预计的1590万人次。对通过隧道货运列车的货
运量而言，第一年预计为720万 t，但1995年的实际货运量仅为130万 t，到了2011年实际
货运量也只有 132 万 t。1998 年中英法海峡隧道进行了资产重组，以减少负债和财政支
出。1998年《经济学人》报道指出，即使英法隧道公司提高收费，交通量和市场份额的
可持续发展也将打破目前的状况。就英法海峡隧道运营的整体社会经济效益看，不仅效益
不高，而其带动的发展亦不多。

Button指出，建立在投入—产出预测分析基础上的跨海通道空间效应研究过于简单，
其结果往往是乐观的[28]，这种情况直至目前也没有被扭转。许多研究指出了跨海通道直接
的效应是交通时间成本与费用成本的降低、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刺激相应的出口等等，
但是国外许多通道建成后不尽如人意的现实却给跨海通道建设以启示。

短期效应明显后续带动不足。根据预测，跨海通道后续配套项目火车、道路、城市发

展建设等，直接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带动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这些都会产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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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就业需求[30]。然而就业岗位制造在

通道建成后期快速下降。肯特地区因英

吉利海峡通道建设提供了 12500 个岗

位，但是这一情况在通道建成当年迅速

下降为2500个[31]。而法国加来地区的失

业率依旧很高，并没有因为通道建设而

改善。在产业发展的就业岗位方面，如

果没有强有力的后续基础设施项目以及

投资项目的支持，不足以打破地区原有

的“路径依赖”，因此由产业变动引起

的跨海通道间接就业并不显著（图 2）。

实际直接就业来源于跨海通道建设，后

续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撑实际间接就业。这表明产业变动更多取决于当地的条件（工资水

平、土地价格、发展的限制条件等）而不是实际的位置。许多通道的建设并未改变既有产

业的公司选址，通过通道建设吸引的区域投资，提供就业岗位对当地来说有限。

强化中心城市的经济磁场效应，加强区域核心—边缘结构。在预测型的研究中，虽然

新的通道设施可能打破区域行政分割和贸易的障碍，改善边缘区域的位置，但是现实中，

更加强了中心城市的市场可达性，更多的资源向优势地域集中，强化了中心城市的经济磁

场效应。边远地区仅仅成为供给中心资源的通道（corridor effect），作为一个中转地，仅

仅造成区域活力增强的表面现象，令地方没有感觉到切实的经济利益。

表1 1994-2011年英吉利海峡隧道的客运量和货运量

Tab. 1 Passenger capacity and freight volume of the Channel Tunnel for 1994-2011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欧洲之星

(实售票量)

100000

2920309

4995010

6004268

6307849

6593247

7130417

6947135

6602817

6314795

7276675

7454497

7858337

8260980

9113371

9220233

9528558

9679764

欧隧穿梭旅客

(预计百万人)

0.2

4.4

7.9

8.6

12.1

11.0

9.9

9.4

8.6

8.6

7.8

8.2

7.8

7.9

7.0

6.9

7.5

7.8

总计预计

（百万人)

0.3

7.3

12.9

14.6

18.4

17.6

17.0

16.3

15.2

14.9

15.1

15.7

15.7

16.2

16.1

16.1

17.0

17.5

实际货流量(t)

0

1349802

2783774

2925171

3141438

2865251

2947385

2447432

1463580

1743686

1889175

1587790

1569429

1213647

1239445

1181089

1128079

1324673

欧隧摆渡列车货流

量(估计百万 t)

0.8

5.1

6.7

3.3

9.2

10.9

14.7

15.6

15.6

16.7

16.6

17.0

16.9

18.4

14.2

10.0

14.2

16.4

总计预计

(百万 t)

0.8

6.4

9.5

6.2

12.3

13.8

17.6

18.0

17.1

18.4

18.5

18.6

18.5

19.6

15.4

11.2

15.3

17.7

数据来源于：Eurotunnel 1994-2011 Revenue & Traffic. Eurotunnel. 1994-2012.

图2 跨海通道对就业率的影响（根据参考文献[31]改绘）
Fig. 2 The impacts of cross-sea channel on employment rate

(After Referenc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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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通道也会造成一定的“优势偏向”（advantage bias），部分地区在产业上获利但是

环境受损；部分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获益但是遭受地区被分割严重；部分产业特别是海

上运输或空中运输由于跨海通道的公铁运输冲击而造成衰败等等。不同的“优势偏向”可

能影响一个城市或一群城市。因此，非常难以确定和预测其现实的效应。

4.5 不同观点的解读

众多研究指出了由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的区域，在经济上具有抱团发展和区域
联合的意义[32-35]，但是这仅是从统计的、数学的、理性的角度来评价。许多学者指出从社
会学角度来看，并没有居民或者市民社会身份的认同，例如厄勒大桥连接了哥本哈根和马
尔默地区，被称作厄勒地区，但是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厄勒地区人，而依旧以哥本哈根或
马尔默人自称。因此“没有文化、身份的认同，所有的一体化不过是一个臆想”[29,36-38]。
没有证据表明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使区域形成了一个存在的边界，因此并不存在区域

“边界的再生产”与重组。不过是通过交通设施改善，构成了一个“行动空间”（action

space），当中发生了更多的行为和活动[39]。它不可能也没必要削弱行政边界的管治，而是
在此之上建立一个功能、政策一体化的区域[40-42]。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海通道的建设，从
经济学视角，就是人们通过交通自由的购物和获得服务；从城市环境学角度，就是区域基
础设施条件的改善；从政治学视角，就是区域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关注与优惠等。但是区域
融合的实际含义远比这个更多，因此有学者认为“就是建造（built）了一座桥，而不是建
造（built）了一个区域”[29]。

综上可以看出，跨海通道建设的空间社会经济效应的综合性，促使必须重新思考当前

大规模的跨海通道建设以及其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复杂而不可

见的因素影响。复杂多样的不可见因素涉及了区域、城市甚至国际等多个层级，经济、环

境、文化、政治等多个维度，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社会经济效应（图 3），制约着区域社会

经济的发展。因此，跨海通道建设的前后，深入研究其空间社会经济效应的综合性，既具

有理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意义。

5 结论与讨论

（1） 跨海通道建

设对区域发展具有重

大的社会经济意义。

从区域发展层面，跨

海通道建设往往形成

新 的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轴，增强区域社会经

济的活性，改变区域

的空间网络结构，促

进区域产业的跨界联

系，形成聚集经济效

应，促进区域经济的

发展等。从城市发展 图3 跨海通道的区域社会经济效应
Fig. 3 The impacts of cross-sea channel o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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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跨海通道建设改变城市空间发展方向，打破传统的核心—边缘结构，促进通道衔接

城市的尺度跃迁，推动城市新城地区的快速崛起等。此外，跨海通道建设往往改变临港与

疏港的条件，改变港口的地位。因此，在跨海通道建设的前期论证过程中，在跨海通道功

能辐射的范围内，必须做好相应的区域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港口的重新定位规划，以适

应跨海通道建成运行后，确保各类功能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2）跨海通道建设的空间社会经济效应具有“双刃剑”的特点。跨海通道等大型交通

基础设施需要高水平的工程技术和巨大的投资建设规模，而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需要很

长时间才能验证。国外跨海通道建设的实践表明，跨海通道建设并不是对每个地方、每个

产业或者每个居民都受益，部分地方、产业或居民还会因此造成利益受损。特别是不依靠

单纯交通联系的区域，反而由于地价上涨而衰退，航运或空运等其他产业因受到跨海通道

建设的冲击而出现弱化等。因此，必须汲取国外跨海通道建设的这一教训，在跨海通道立

项之初，应对其各项社会经济效应进行充分的论证，不仅要论证其效应的积极方面，更应

重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特别是科学论证确立非受益区域、产业、居民等，对由此造

成的衰退产业、失业人员进行先期论证、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进行产业转移和再

就业，将消极效应控制在最小程度，从而为建立预测和控制并举的政策决策机制提供科学

依据。

（3）重视跨海通道建成后的两个地区配套公共政策的协调。在通道建设规划之初就应

考虑可能产生的行政壁垒，以及相应的公共政策协调和回应。主要协调的方面包括，一是

两个行政区或者区域的协调，需要重新修订价格政策，税率、税费、投资税费等以实现区

域的经济制度一致性；二是两个地区存在工资水平、生活水平、劳动制度、社会保障和劳

动权利的差异会影响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选址，通过协调逐渐形成一致的社会政策。具体可

以通过建立协调机构或重大项目跨区域联席会议的方式等形成长效机制，促进区域融合发展。

在当前全球化激烈竞争的环境下，跨海通道建设已非单纯的经济原因促使，而从更大

层面上的战略意义进行考虑。受此影响，借助跨海通道的国家或区域发展远大于单个城市

利益，每个城市都应正确审视在区域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合理利用跨海通道效应合

力提升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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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the impacts of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rom abroa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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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sea channel, as one of the large scale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s, affects the

regional mobility and reorganization, leading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as most studies to date have analyzed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emphasize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s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s of its

socioeconomic impact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three stages of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from social background and its impacts perspectives: (1) an alternative tool of

cross-sea transport in the latter Industrial Revolution; (2) a mode of private investment and

market operat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3) a collectiv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rateg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ompetition. Secondly, based on the view of regional restructuring,

we analyze its spatial impacts at both regional and city levels; based on the cross-border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and other factors, we analyze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s of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his paper interprets how the different views affect the

regional impact assessments of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cross-sea channel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ts integrated socio-economic

effect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so that we could provide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

to the impacts. By analyzing the abroad experi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insights to current

cross-sea channel construction in China.

Key words: cross-sea channel; spatial impact; socio-economic impact

2280


